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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德”观念中的“事神” 
 

谭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源自周公时的“德”在春秋时期仍是重要的思想观念，内涵“事神”和“抚民”两种倾向。多数学者因以

春秋之时“德”与抚民的言论多次关联出现，甚至有“民为神主”的表达，而认为这说明了春秋时抚民的发展和

事神的衰落。这种看法一则不全面，忽略了在春秋之时“德”的事神倾向也有增强的表现；二则忽视了抚民与祖

灵信仰、祭祀、事神的有机关系，对关键史料解读不足。抚民作为“德”的一面，与事神一起关联着农业生产、

最终服务于“保祭祀”的目的。“保祭祀”的本质仍是事神，与春秋时期氏族的组织机制的存在相生相伴。彼时

萌芽的个人化的新“德”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和旧“德”在春秋时是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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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思想史上，“德”是一个地位显著的观

念。其原型来自周公制礼作乐时的相关论述，简要来

说有“事神”和“抚民”两种内涵。有关“德”观念

在春秋时期的演化特征，学界的看法很集中，即认为

事神面日渐弱化、消亡；而抚民的一面体现了人文主

义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壮大。 

但本文认为，春秋时期“德”观念中事神的一面

并未衰落，学界对“民为神主”等材料的解读有可商

榷之处，且春秋时期的思潮里也有“事神”回潮的一

面；关键在于，需要把事神和抚民二者放到祖灵信仰

的背景下，才可以看出它们互相依存、共同服务于“保

祭祀”——这归根还是事神。 

当然，春秋时期“德”的原理也在发生变化，表

现在出现了“个人化”的新“德”。文末将简要对比这

种新“德”与“保祭祀”之旧“德”的原理差异。 

 

一、“德”在春秋：抚民独秀？ 

 

“德”在殷商鼎革之际变得重要。虽然完成克商

的是周武王，但周人认为上帝是因文王的德性，将统

治中原地区的天命“赐予了文王本身”[1]，周人子孙后

代也得以享文王之福继有天下，或受封成为一方侯伯。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2]

把属于文王个人的“文王之德”转化为周人政权具体

的政治规范，发生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周公所确立的

“德”中，包括以下两个面向。 

其一是事神。如杨向奎先生分析周公的氏族国家

中“礼神”行为规范的观点时，觉察到德是“对礼的

修正和补充……礼不应当仅是物品的交换，仪也不应

当仅是外表的仪容，他(周公)把它们伦理化、美化”[3]。

事神是祭祀行为当中的政治规范，即：神祇对活着的

后人如何祭祀的多方面要求。这一“德”的内涵，在

人与神的不对等关系中展开，即人(氏族核心成员)应

孝敬祖灵，祖灵据人的祭祀情形决定以灵力降下福祸，

影响氏族的存续状态。 

其二是“抚民”。典型如余英时先生对傅斯年等许

多前辈学者的观点的引申，认为周公所论之“德”的

核心体现为上帝对周人在如何对待被统治之“民”的

统治政策上的伦理要求： 

“天”将“命”托付于一个新的王朝之后，并不从

此袖手不问，相反地，“天”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

“民”的动向。如果受“命”王朝努力工作，建立起

一个使“民”满意的“礼”治秩序，这便证明它“敬

德”，因而可以继续保有“天命”。反之，它将失去

“天命”，即所谓“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4](96) 

抚民树立起了一种超出以讨好祖先神灵来求福避

祸为目的的政治规范，将对有无“德”的直接关注点，

从人神二者的关系下移到了如何维护、改善被统治的

庶民的生存状况上，即在神、人、民三个对象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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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三方关系。 

对周公之“德”在春秋时期的沿革，学者们多认

为带有人文主义特征“抚民”的一面在不断上升、发

展；而事神的一面在不断弱化、消亡。如徐复观先生

引《左传·桓公六年》含“民为神主”这一短语的史

料论证“周初已经将天命与民命并称，要通过民情去

看天命。这种倾向，在春秋时代，因道德的人文精神

的进步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以神的道德性与人民

性，是一个性格的两面。《左传》桓公六年随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上面是说，民站在神的前面，亦即人站在神的前  

面”。[5]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论述

春秋时期的政治新特点时，引用《左传·成公六年》

鲁国大夫臧文仲对六、蓼国亡国的评价，用以说明如

臧文仲等春秋人物认为是否行德政以得民心是政治成

败的关键。[6]又如陈来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中论述春秋时代

的祭祀时，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中鲁僖公与

臧文仲讨论是否应该焚烧巫尪以求雨，臧文仲论述此

举无益的例子，以说明巫尪地位的下降体现了神本思

想的衰落、人本理性的上升。[7] 

这样把抚民与积累“德”联系起来的史料还有很

多，如春秋中期楚共王即位后，国际形势倒向晋国，

令尹子重建议修德惠民： 

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债)，逮鳏，救乏，赦罪。[8](807) 

使晋国复霸的政治天才晋悼公，在即位后除了选

贤任能以外，大部分政策都属于重修德政： 

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债)，

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

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民无谤言，所

以复霸也。[8](808) 

又如春秋晚期齐国晏婴劝说齐景公抚民，景公一

度听从： 

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       

责。[8](111) 

可是，这样的论证充分吗？ 

 

二、春秋事神：消亡？回潮？ 

 

本文认为春秋时期事神仍然重要。这样的史料实

在不胜枚举。但要证明这一观念并未消退，首先要对

学者们常引用来说明抚民崛起、事神衰落的关键史料

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譬如上文提到了陈来引用鲁国臧文公认为六、蓼

两国被灭国是因为未得民心，体现出以“德”的抚民

面为政治中心的史料，全文如下： 

冬，楚子燮灭蓼。臧文公闻六与蓼灭，曰：皋陶、

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8](540) 

臧文公感慨六、蓼两国被楚灭国，但他的重心并

非两国亡国国人或者庶民的境遇，而是两国祖灵的绝

祀。德不建、民无援，是对“皋陶、庭坚不祀”原因

的分析。若以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来，抚民是国家政治

的中心，那未抚民的国家，被灭也实属理所应当。只

有把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祭祀，或者说祭祀体

现了氏族国家本质，而修德、包括抚民莫不服务于此，

才能把对臧文公所感慨的这段话解释得通畅。祭祀，

无疑是事神。 

而在鲁僖公十九年，即鲁僖公与臧文仲讨论大旱

求雨该不该焚巫尪的两年前，与鲁国同样历史悠久的

姬姓国卫国也发生了旱灾，但解决之道却完全相反：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

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

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

之，师兴而雨。[8](111) 

卫国大旱，占卜祭祀山川的神祇，结果不吉。卫

国大夫宁庄子不同于同时期的臧文仲认为的旱灾只要

抚民即可，他提出了一个事神的方案：替天伐无道，

对邻国发动战争。对本国而言，战争无疑是抚民的反

面。但是这条史料的结果是，卫国整军待发，老天就

降下了雨水。宁庄子揣摩神意，做出了和抚民抵触的

决策，但是结局导向的是神灵的降福消除了干旱。从

结果而言，这比起两年后鲁国抚民抗旱减少损失是个

更好的结果。这至少表明春秋时期，从事神面去处理

自然灾害仍然并非罕有。 

《左传·桓公六年》“民为神主”史料，也需要看

其所属的整体语段：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

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

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

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

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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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

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

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

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8](111) 

随国大夫季梁劝阻随侯不要追击想诱随国出兵故

意示弱的楚师，认为楚国强盛有得天命的迹象，而随

国弱小。小国必须有道，即忠于民、信于神才能自保，

随君逞欲害民,在祭祀中不诚实，因此不道。随君认为

自己事神丰厚，神会降福。季梁则提出了民是神的主

祭，成民是为了有财力来致力于神，奉牲、奉盛、奉

酒醴，都是为了向神灵展示生者治国生财的成效，祭

祀的丰盛应当同民生丰裕、国人团结匹配。民馁却祭

祀丰盛是欺骗鬼神，而鬼神不受欺。如果生民富足，

鬼神才会享用祭祀，福佑国家行动成功。 

在这里，如果把“民为神主”按学界主流观点理

解成“民”才是政治的重心，“民”的作用高于“神”，

那么事神的部分应当轻描淡写，论述的主体应该围绕

“民力为何才是政治能量的本质”展开。但在季梁从

“夫民，神之主也”开始，整个语段都是以“什么样

的祭祀才被鬼神认可”为中心，这无疑是在讨论事神。

固然，抚民是季梁施政理想中逻辑顺序上的首要举措，

但抚民政策的目的却是为了“信于鬼神”的“丰备”

祭祀，最终所求还是通过祭祀以得到鬼神灵力的降福

而“动则有成”， 使民挨饿的丰厚祭祀则无法讨好鬼

神。此外，鬼神被赋予的关注庶民生存的政治伦理，

是自周公时期“德”的观念即具备的一面，并无新意，

很难说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进展。 

同时，与“抚民”相对的“事神”传统在春秋时

期也有“回潮”的趋势。殷商时期商人和东夷地区大

量广泛地用人牲献祭以取悦鬼神和祖灵，周人在克商

的过程中也曾沿用，但周人灭商后革新了这一祭祀礼

仪，伴随着周人的王权和扩张而扩展着影响力，“西周

贵族墓里和墓地上，罕见用人祭祀，宫殿宗庙建筑中，

也未见奠基牲。但与殷人关系密切的东夷旧地，用人

祭社的习俗仍长期流行”[9]。因此，在春秋时期，将

民、甚至一国之君视为可供神灵食用的牺牲，是无所

不用其极地事神之殷商传统的复归和对西周确立的抚

民文化最大限度的背离。而这一回潮在春秋周王室式

微之时，自宋襄公到楚灵王屡见不鲜，反映了当时诸

国为求天命与自存，也有采取殷商祭祀传统的尝试：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

东夷。[8](381)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8](1327) 

最为讽刺的是，周公的后人、鲁国执政季平子，

在对邻国莒国获得军事胜利后，于鲁国的亳社重新祀

以人牲：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

社。[8](1318) 

因此，春秋时期并非“德”观念抚民一面单方的

高歌猛进，事神面被统治者重视、甚至以“人牲”的

方式复归，也同时在上演。 

 

三、“德”“保祭祀”：抚民与事神 
 

春秋时期的国家机制、政治形势虽然在不断变迁，

但各国仍然延续了氏族国家的基本架构，围绕祭祀机

制展开。国家的祭祀，是我们理解春秋时期“德”观

念事神、抚民二者关系的钥匙。 

(一) 鬼神灵力与事神 

春秋时期，人们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仍然根深蒂固。

大体而言，人死将成为鬼神，鬼神有灵力来影响人间，

尤其是对直系血缘后裔所在与鬼神生前居住之所。对

一国而言，除了祭祀祖先神灵，境内的山川之神、土

地神、农神等与自然有关的神灵也与一国的生产、存

亡密切相关。 

鬼，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人所归为鬼，从

人，象鬼头。[10](759)白川静《常用字解》则强调鬼字“特

指人鬼……大头形表示鬼与活人形态不同”[11](66)。死

亡即人所归处，归而后成鬼。联系活人与鬼的是人的

魂魄。郑国的伯有在卿大夫阶层的斗争中惨死，一度

家族覆灭，伯有的祖灵化作厉鬼预言了两个仇敌的死

期并先后应验，使得郑人非常恐惧。子产认为伯有化

作厉鬼是失去了祭祀所致，所以复立伯有的后代(以有

资格祭祀)，由于伯有有了祭祀(归)，它化作的厉鬼被

平息了。当子产出使晋国，晋卿赵景子询问子产伯有

化作厉鬼的事情，子产解释了生者的魂魄和死后成为

鬼神的关系：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

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

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

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

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

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

之归也……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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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

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

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

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

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冯(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8](1291) 

《说文解字》释：魂，阳气也；魄，阴神也。[10](760)

结合子产的解释可知，人在活着的时候，主宰身体器

官性能强弱的是魄，而精神能量强弱的主宰是魂。生

时用物精多，则魂与魄的能量强大。即使普通人强死

(不得好死)也能成为厉(鬼)害人，如果所属的氏族强

大，则人死后，魂魄会成为更加强大的鬼。鬼对人世

的干涉能力的大小即鬼能量的强弱。指代这种威能的

词是灵(靈)。白川静先生结合灵的小篆，与多种灵字

的甲骨、金文异体字后认为，灵字造字本意，是“雨”

“口口口”和“巫”合成的会意字。三个“口”是三

个放置了向神祷告之祷词的巫术用具(白川氏认为汉

字中绝大多数“口”的部件，都起源于这种意涵)，整

体表现巫者求雨的仪式。但后来，求雨成功的这种有

效能力，开始成为了生者(未来的鬼)、死者(已成之鬼)

之威能的同义语。[11](453)此外，白川静还在《汉字百话》

中引用了春秋时期齐大宰归父盘的铭文，内含“灵命

难老”[12](74)(“祖先之灵保佑万寿无疆”)的祈祷词，

即祈求死去祖先之灵力的保佑。伯有化作厉鬼托梦、

预言、害死政敌的能力，即人鬼的灵力。 

神(祇)是指相对于人鬼的自然之灵。称为天神、

地祇。陈梦家先生按《周礼》把殷墟出土的卜词中商

代所祭祀的“神”分类总结了出来：天神包括天帝、

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地祇如社、四

方、四巫、山、川等。[13]故鬼神并称。神祇不同于鬼

的特点是它本体的非人格化，往往和自然的力量结 

合。[12](92)《说文解字》释：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10](5)神灵所掌虽和自然有关，

但祭祀神祇，其实仍和人鬼密不可分。如，传说周的

先祖弃，是本族农业史上做出最突出贡献者，故鲁国

作为姬姓之后，把弃作为“稷(农神)”来祭祀；传说

上古共工氏后人后土，曾经平九土，因此后世持有这

种记忆的氏族广泛把后土当作“社(土地之神)”来祭

祀：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14](154) 

又如，封、嵎山之灵最早由汪芒氏祭祀，并由该

氏族后人世守这一祭祀，因此该族的祖灵成为了封、

嵎二山的神(祇)： 

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

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客曰，防风(氏)何守也？

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    

姓。[14](202) 

可见，神(祇)往往不是这些自然灵本身，而是在

遥远记忆中曾经最早生活于此并与具体自然对象建立

起关联性的氏族祖灵。祭祀本族祖先人鬼或者通过“山

川之守”的后代祭祀神祇，说到底，都是祭祀祖灵。 

在解释世界时，自然的节律与灾害、与别国的和

战，都会被归结于神灵的灵力。按其直接或间接对本

族的利害来区分，效果可以分为福与祸。如郑庄公灭

许国后，在对与许同为姜姓的齐国前来责问的外交辞

令中，就把自己出兵的合法性奠基于“代神降祸”： 

(郑庄公)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8](74) 

而在《国语·楚语下》中楚国大巫观射父与楚昭

王的对话谈到了神明降福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

求用不匮。[14](512) 

祖灵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一

国的本质是其国的祖灵，与一国的外交会当作希望向

其国家的祖灵徼福：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

鲁公(伯禽)，以事君。[8](588) 

由于一国君主或卿大夫死后会成为鬼神，在表达

托他们的帮助时会用“以君之灵”： 

既飨，楚子问于公子(重耳)曰，子若克复晋国，

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

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14](332) 

而多国会盟时，对盟誓的盟书效力的见证者是诸

国的鬼神，若有与国违背，施加惩罚的是诸鬼神的灵

力： 

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薀年……奖王室，

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

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

氏，踣其国家。[8](989) 

把自然和政治的后果当作神灵的灵力的影响，尤

其是对神灵降祸的恐惧，使得春秋的统治者们在相对

于人间政治关系中的其他对象而言，将鬼神看得尤为

不可抗衡。人无法对抗天祸，又依赖天福，因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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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力的鬼神会被当作高于人间政治主体——特别是高

于被统治的“民”。一直到春秋后期的周灵王时代，有

贤名的周太子姬晋仍把神的灵力降祸看作大于民怨：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

太子晋谏曰：不可……民有怨乱，犹不可遏，而况神

乎？[14](22) 

但神灵并非完全不可沟通。除了巫术、巫者以其

知识来沟通人与鬼神外，人间的统治者与鬼神最重要

的日常沟通是祭祀行为。 

祭祀是什么？按《说文解字》：祭，会意，从示，

以手持肉；祀，祭无巳。[10](5)白川静先生认为：“祭”

指代在祖庙以牺牲的肉(月部)供奉上祭坛(示部)，请祖

先享用；“祀”则是对自然神灵(“巳”部来自蛇形，

推广指代一切自然神)的供奉祭拜。[11](155)祭祀的原理，

是鬼神“需求祭品”、也会“饿(馁)”，因此有楚国

大夫屈到在病死前叮嘱本族的宗老在今后祭祀自己

时，奉上自己爱吃的“芰”为祭品：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

以芰。[14](488) 

楚国大夫子文在死前推演本族将受难绝祀时，为

本族祖灵将(因被灭族)永远挨饿而痛哭： 

子文……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馁而！[8](679) 

这都是认为鬼神对后代生者祭祀的需求。前文所

引伯有化作厉鬼作祟，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就是因为

祖灵失去了后人祭祀而报复仇人。 

由于春秋之时人们的观念中鬼神与人在力量上仍

然非对称，以及向鬼神求福避祸主要以祭祀鬼神、缓

解其“饥饿”来达成，所以无数古代统治者把事神看

作最重要的日常政治行为。即使是赐予周文王“天命”、

在周公那里哀悯“四方民”的皇天上帝，也不免会饥

饿而需要殷周王室祭天。因此，在西周王室用以“保

天命”、在春秋诸国公室、卿大夫家族拿来“保国(家)”

的“德”之中，含有事神的一面，且仍有很多国君、

卿大夫把丰厚地祭祀鬼神当作保家保国的第一政治任

务，不足为怪。 

(二) 抚民与得财得民 

重视周公阐发之“德”的另一重内涵——抚民，

如学者们早已发现的，在春秋时期所见不鲜。持这种

观点的臣子往往规劝君主把改善庶民的生活状态摆在

施政的第一位，认为抚民是神灵庇护的前提。除去前

文所引随国季梁的论述，鲁国曹刿也留下了经典言论。 

长勺之战，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

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

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

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

匮，莫不能使共祀。数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

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

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

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14](143) 

在曹刿的长篇大论中，虽然逻辑上是要把“布德

于民”——即抚民放在施政的第一位，神灵表面上仅

沦为了保障这种政策的理由，但仔细分析，抚民是为

了得财，即通过政治上的爱惜民力，使庶民创造财富。

有了充足财富的前提下，才既能施舍于民、保证民和，

同时使神能享有优裕的祭品。鬼神希望得到丰厚祭祀

的观念并没有改变，生者需要以祭祀获得鬼神灵力降

福的目的也没有变。这和季梁论述祖灵希望从祭品的

丰厚中看到民力(财)充裕如出一辙。 

因此，抚民之所以重要，毋宁说是一个浅显的经

济理由：即春秋时期的财富，主要通过农业产生。农

业需要事神以保自然层面的风调雨顺，但也需要庶民

耕作土地。西周的王室卿士虢文公曾论述过农业(得财)

与事神、抚民的关系：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

庶于是乎生……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

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14](15) 

抚民能带来财货，除能让民安心生产外，也能吸

引来本国内其它氏族、甚至别国的民归附本族本国，

在农业生产中增加劳动者数量。春秋时期，血缘氏族

仍然是组织人口的基本结构，各国尚未建立起如战国

以后官僚国家时代以地缘行政单位为中心的管理机

制。因此，无论是零散的庶民，或者一国、一氏族的

举族迁徙，都频繁见于史书。[15]如果本国、本族政治

抚民有方，那么远人来归更加证明了一国、一族的有

德；如果本国、本族政治无德，则人民将起“携贰”

之心，成为“远人”出奔他族或者他国。得民则强，

失民则弱： 

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14](28) 

民在一国国内的流动而导致族与族之间的强弱颠

倒，最经典的例子是春秋末期齐国的陈氏崛起。陈氏

借贷于民，大斗出而小斗进，暗中给予优惠；而公室

敛聚，人民三分收获两分归公。晏婴因此评价，齐侯

所敛已朽坏生虫，公室的三老们却在受冻挨饿。在公

室不抚民而卿大夫力行德政的情况下，公室之民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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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了陈氏： 

晏子曰……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

氏……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

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

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8](1134) 

(三) “保祭祀”下事神与抚民的统一 

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有氏族组织的人只要不是

横死在外而未葬入本族墓地，死后就能与历代祖灵团

聚，获得“不朽”，如晋国大夫知罃被俘，对楚王说希

望能回国接受晋国国君或者宗族首领、其父荀首的  

处死： 

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

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

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8](813) 

古代人观念中鬼神的永恒特性使得鬼神需要永恒

的祭祀。可是，祭祀的“不朽”却需要祖灵的一代代

后人能保持氏族组织的存在，如此才能有组织“保祭

祀”，范宣子与叔孙穆子一次经典的对话中，范宣子把

自己祖先“保祭祀”不绝的历史看作不朽，叔孙穆子

总结为“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

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

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

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

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

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

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8](1087) 

在春秋时期，一个氏族国的宗室或者卿大夫家族，

其追求的是一种射线般的永恒。即从某个作为氏族始

祖的端点开始，子子孙孙放射开来永世不坠、氏族的

祭祀不绝。每一代氏族领袖在生前都服务于这一永恒

的再实践。他们和祖灵的同理心是，鬼神现在的愿望

即自己将来的愿望。故古人最大的恐惧不是个人成败

得失，而是氏族的祭祀的断绝。 

如楚国大夫鲁阳文子，推辞了位于楚国边境险要

位置的封地——梁。他担心自己的后代若凭借梁或有

不臣之心，自己所属氏族会因罪灭族绝祀： 

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

惧子孙之有贰者也……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

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14](528) 

前文所引臧文公感慨“皋陶庭坚之不祀”，子文死

前感慨“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盟誓的载书中诅咒违

背同盟之国家的后果是“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坠)

命亡氏，踣其国家”也是同理。所以“保祭祀”和“德”

观念中事神的关系很自然：事神即无限的“保祭祀”

事业中完成好每一次祭祀，让鬼神满意从而福佑后人

能把“保祭祀”进行下去。 

但如何理解抚民和“保祭祀”？ 

其实，回到虢文公论农业和曹刿论抚民的史料，

二者的关系就显现了：祭祀除了需要氏族组织，还需

要丰厚的祭品，而祭品来自农业。农业运转良好(得

财)，在前提上又需要抚民和事神，两者分别从民力和

灵力(自然规律)上保障农业丰收；得财之后的目的，

是能进一步保持抚民和事神，从民力和灵力上保证下

一次农业生产(得财)。所以，灵力和民力作为农业生

产(得财)的两项条件，本身又需要消费农业产出(“夫

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来再生产。因

此，事神、抚民——农业生产(得财)——事神、抚民

——农业生产(得财)……形成了一个互为条件和目的

的循环。“德”所能“保祭祀”的道理，即同时重视保

证农业生产的两项要素，使“得财”的这个循环不发

生断裂，祭品源源不绝。 

如前文所述，由于以氏族国家为基本观念的政治

中对灵力的依赖更广，所以对以财事神的偏重可能会

妨害以财抚民。强调“民为神主”，事实上是指出了轻

视抚民对农业生产(得财)循环的伤害，终将伤害到未

来的“保祭祀”。从这个思路就能理解，为什么前文所

引的季梁、曹刿在强调了抚民的重要性后，言论中的

重心却在讨论财力(祭品)和祭祀的关系。神灵要求氏

族首领抚民，与其说是对民的哀悯，不如说是在意“民

和”才能“生财”，“生财”才能“事神”。周厉王时期

王室大夫芮良夫的一段评价可以作为后世春秋时期的

氏族领袖们如何以“德”的两面来“保祭祀”的参照：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

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14](13) 

重视祭祀建立在信仰祖灵的基础上。可以确定的

是，即使到春秋末期，相比已出现的县制等新组织体

制，各国仍以氏族作为框架性的组织方式，因此终春

秋时代，保有氏族组织的王室、公室、卿家很自然地

会传习周公之德。如春秋晚期，楚平王仍然把“抚民

人”“事鬼神”等同于修国政的同义语：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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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民人，未事鬼神。[8](1361) 

 

四、“保祭祀”之德与“个人化” 

之德 
 

周公之德在春秋时期的持续传播并不意味着当时

没有产生有关“德”的新观点。因为社会政治结构变

化等因素，使得“以本族存续”为中心这一观念的重

要性在知识阶层的观念中被边缘化，“德”的机理也随

之变化——此即余英时先生所谈的“个人化和内在化”

的德的出现。[4](221) 

这种德将人们的思考对象从如何获取鬼神灵力的

福佑以“保祭祀”转移到关注个人德性的内涵本身，

在深化、细化的具体德目当中，建立起实践特定德性

与获得相关后果的关联，无关神灵。如东周王室卿士

单襄公论晋国公孙谈之子姬周(即晋悼公)的“德”，完

全在谈姬周的举止和后果：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

听无耸，言无远……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

必善晋周，将得晋国……且夫立无跛，正也；视无还，

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夫正，德之道

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

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

也。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14](88) 

因此，德所关联的不朽之物，也从氏族祭祀的存

续，位移到了个人的德行实践。如前文所引叔孙穆子

否决了范宣子“保祭祀”式的不朽观，以臧文仲“既

没，其言立”为例，论证“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全不落一氏一

姓“保祭祀”的窠巢。他口中不朽的“德”，意义来自

个人之“德行”本身，具备在某种范围内普遍有效的

智慧。一如臧文仲之言，即使在他死后仍长久地得到

了诸国外族贵族们的认可、传播以至于“虽久不废”，

如此依托于个人的“言”本身，在时间上产生了如“世

不绝祀”般的“不朽”。这即是春秋时期的卿大夫阶层

中发生的内在化、个人化的新“德”的机理。 

这种普遍有效又个人化之“德”的形成，与春秋

中期以后，来自不同族姓国家的贵族群体在不断的会

盟聘问中，形成了基于周文化的公共文化有关。这样

出现了一批贵族，开始能超越本族的特殊主义眼光，

对列国间公认的优秀贵族何以优秀，不只停留在论证

其祖灵福泽，更进而从其德、功、言本身的内涵中寻

找答案。对比此后不久孔子之“德”较周公之“德”

彻彻底底地个人化及以“仁”为首发展出的诸多修养

德目，可以料想孔子的“德”和叔孙穆子的“三不朽”

之间在原理上的亲缘之处。当然，这也同孔子及其弟

子许多出身于士阶层，生来无关周公之德“保祭祀”

适用范围的情状有关。 

 

五、结语 

 

“德”有事神和抚民两个面向，一同服务于氏族

国家“保祭祀”的目标，这种机理来自周公之“德”。

春秋时期，使用“德”的群体超出了周王室，普及到

诸国公室、列国卿大夫家族，用以指导本族“保祭祀”，

留下了很多重视抚民的论述。但综合考虑春秋时期诸

国仍以氏族机制为基本的组织方式，且祖灵信仰仍然

无处不在的背景，在仔细分析有关抚民的经典论述后

可以得出结论：“德”观念中抚民和事神一起，在以“得

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中有客观的重要性；但“得财”

的主观目的仍是为了“保祭祀”。因此，抚民思想在春

秋时期，与事神不仅不对立，相反服务于事神。这一

旧“德”伴随氏族机制存在于整个春秋时期，即使春

秋后期出现了个人化之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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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ping gods” in the concept of 
“D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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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De” derived from the time of Zhougong, but was still influential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worshipping god” and “appeasing people”. Most scholars hold that the latter aspect 

was flourishing whilst the former one was declin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there were a lot of sayings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 and the aspect of “appeasing people”. However, this view is not complete as there 

were also a lot of sayings about the strengthening of “worshipping god”. Nor is the view accurate as it neglected the 

organic relations among “De”, the belief of ancestral spirits, sacrifice and worshipping gods. “Appeasing people” as an 

aspect of "De", together with “worshipping gods”, shared a connection with agriculture and served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worship”. But the essence still lied in “worshipping gods”, coexisting with the organizing mechanism of 

clan through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There was a sprouting and individualized form of “De” indeed with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se two forms of “De” coexisted at that time. 

Key Words: De; worshipping gods; appeasing peopl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rganizing mechanism of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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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he trial-centered reformation of litigation system is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hearing.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and facilitator of the reform,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update judicial principles, play the 

key role in the pre-trial procedure, examine the cases actively, make the charges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judge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treamline legal proceedings by sorting between complex and simple legal case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transform operating mechanism from dividing the Departments of Reviewing & Approving Arrest 

and the Department of Reviewing Charges to combining the two of Departments, from three-layer examination system 

to putting flat management, from charging by presentation to testifying in court, from confronting in court to 

communicating in the pre-trial procedure between the accuser and the defender, from single trail supervising mode to 

classifying the trail supervis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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